Ludwig van Beethoven , 1770-1827

貝多芬  

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是真正堪稱「樂聖」而無愧的一個人。「聖」就是「極緻」，只能被發揚、傳承或衍生，不可能被超越或取代；至今貝多芬仍是支持整個西方音樂體系的主要巨幹 。大部份近代的音樂潮流和思想，從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華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到荀貝格（Amold Schoenberg, 1874-1951），從管弦樂法到鋼琴流派，都可追溯和貝多芬的關係。

不過光從音樂理論仍不足以說明貝多芬在後世樂迷心中的地位。究竟貝多芬音樂感人的要素何在？中國人說「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也就是說，人生只是在連綿的苦難逆境中，偶而找到一點喜悅的空隙。對人生的開脫，有無數宗教家、哲學家提出他們的解答，而貝多芬的解答就是「抗爭！」，以微薄有限的體力、以終將毀滅的宿命，無懼的向老天爺翻臉。這就是貝多芬，也就是近代西方人本哲學的寫照。

不要神蹟、不憂困境、不畏強權，貝多芬說：「只有藝術與科學，能使我們自凡俗昇入神聖。」又說：「了解我音樂的人，必可免除一切悲慘不幸，而其他人卻要背負他們一輩子。」對於鎮日與生命搏鬥的我們，常可從貝多芬音樂中找到慰藉與啟示。小從個人，大到種族、國家、世界，每每在豐收勝利果實的時候，不分國籍地齊聲高唱《快樂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常令世人熱淚盈眶。

貝多芬生於一七七Ｏ年十二月十六德國波昂，從祖父以降都以音樂為業。父親粗野無才，從小就想把貝多芬加工成「莫札特再世」。貝多芬母親早逝、兄弟夭折，很早就必須負擔家計。十幾歲時，貝多芬曾進波昂大學讀書，上一些希臘學、哲學、政治的課程，也接觸了當時新興的民主革命啟蒙思想。後來半工半讀，遊歷了不少地方。十七歲時首度赴維也納，擔任貴族的家庭教師，在社交場合認識許多知識份子，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就是此時認識的。  

一七九二年貝多芬二度來到維也納，這回是投到前輩海頓（Franz Josef Haydn, 1732-1809）門下學作曲，但是雖然海頓欣賞貝多芬的才華，但兩人的息氣不甚投合，未傳佳話。從法國革命、拿破崙席捲歐洲到維也納會議，整個貝多芬青年和成熟期所處的時代，和歐洲十九世紀初的混亂政局密結糾纏。貝多芬是個入世的知識份子，他的生活和世俗事務關係也比較密切，一直到去世前都週旋在貴族、政客、商賈之間。不過貝多芬個性耿直，絲毫不在豪門巨商前顯露卑微神色，但卻因此博得維也納人士的一致尊重，這在音樂家中是很罕見的情況。

貝多芬的逆境並不因年歲而緩和，他雖感情豐富，但過程都不順利，留下許多空留遺恨的殘缺之愛。但更悲慘的是，貝多芬二十八歲開始覺得耳力減退，最後終至全聾。一八Ｏ二年貝多芬曾因此意志消沉，寫遺書打算自殺。結果他還是不向命運屈服，反而寫下歡快的第二號交響曲（Symphony No.2 in D major, op.36）。貝多芬晚年健康情況不佳，姪兒卡爾（Karl）又常令人傷神，一八二六年在一次旅行中受寒，從此臥病在床，延至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去世。臨終時，樂聖仍揮舞拳頭，似要與命運作最後一搏。

降E大調第三號交響曲《英雄》，作品55

Ludwig van Beethoven  Symphony No.3 in E flat major “Eroica”, op.55

第一樂章：有活力的快板(Allegro con brio)

第二樂章：送葬進行曲，適度的慢板(Marcia funebre：Adagio assai)

第三樂章；詼諧曲，活潑的快板(Scherzo ：Allegro vivace)
第四樂章：終曲，很快的快板(Finale：Allegro molto)

自從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在一七九三年收復位於地中海，由波旁王朝讓渡給英國的港口土倫(Toulon)後，英國、奧地利、普魯士、荷蘭與西班牙等君主國家結盟，防止法國推翻君王之火漫延到整個歐洲。一七九六年，剛被任命為義大利軍團總司令的拿破崙帶軍攻打薩丁尼亞軍和義大利的奧軍，之後一連串的勝利讓法國搖身變成歐洲首強，拿破崙也在一七九九年出任法國第一執政。
貝多芬對於拿破崙的成就推崇不已，一八O三年開始譜寫第三號交響曲時，草稿標題就出現了「波那帕特」(Bonaparte, 拿破崙姓)的字樣。不過一八O四年，也就是貝多芬完成第三號交響曲的那一年，歐洲政局出現變化。拿破崙宣佈自己登基為法國皇帝，十二月二日與皇后約瑟芬在巴黎聖母院加冕。當貝多芬的學生萊斯(Ferdinand Ries)告訴老師這個消息時，貝多芬深覺受騙，他對著萊斯咆哮：「難道他也只是一個平凡人嗎？現在他也要來踐踏人民的權利，沉溺於個人的權利欲望。他要把自己放在所有人民之上，當一個暴君！」
從現存於維也納樂友協會的貝多芬手稿上，可以清楚看見當時貝多芬是用多大的力氣把封面上的「波那帕特」擦去，力氣大到扉頁上頭都破了一個洞。稍後，貝多芬懷著悲憤的心情，在樂譜上重新註明這作品是為了「歌頌與紀念一位英雄」。「英雄」交響曲的標題是樂譜在一八O六年出版時才加上的，雖然最後沒有和拿破崙畫上等號，但忠實保留下貝多芬心目中解救蒼生英雄的形象。

從音樂史來看，《英雄》交響曲有其重要的象徵意義，在海頓、莫札特等作曲家把古典型式的交響樂發展到極致之後，《英雄》交響曲開啟了十九世紀以表現技巧、情感的浪漫樂派交響曲先河。它的演奏時間不但比海頓或莫札特任何一首交響曲還要長上兩倍，樂曲結構也複雜許多。這部作品曾經在洛布科維茲親王(Prince Lobkowitz)的宮廷裡演出，一八O五年四月七日首度在一般民眾面前亮相，由貝多芬親自擔任指揮。
第一樂章在兩個頓奏的和弦之後，開始了充滿了動力的主題。這個主題來自貝多芬芭蕾音樂《普羅米修斯的生民》(The Creatures of Prometheus, op.43)的終曲主題，簡單樸素有如軍號一般。不過，這個樂章從頭到尾都彌漫了緊張感，像是火山爆發之前所積蓄的壓力，最後在發展部的高潮中爆發出來。第二樂章是英雄的送葬進行曲。貝多芬在這裡所要描寫的，是英雄的悲哀，是哀悼英雄的輓歌。第三樂章是充滿活力且精緻的詼諧曲，而為了表現英雄的精神，貝多芬再第四樂章再度使用《普羅米修斯》的主題。這個樂章一開始由弦樂奏出光輝的樂句，接著，以撥奏的方式奏出《普羅米修斯》的主題，並根據這個主題寫出十二段變奏。第十二段變奏是一段壯闊的急板，效果驚人而且深具感染力。
貝多芬 降E大調第三號交響曲《英雄》，作品55

Ludwig van Beethoven  Symphony No.3 in E flat major “Eroica”, op.55

Disc1  1：54’33”
I. Allegro con brio /有活力的快板

II. Marcia funebre：Adagio assai/送葬進行曲，適度的慢板

Disc 2  56’50”
III.   Scherzo ：Allegro vivace / 詼諧曲，活潑的快板

IV.   Finale：Allegro molto / 終曲，很快的快板

貝多芬 降E大調第三號交響曲《英雄》，作品55

Ludwig van Beethoven  Symphony No.3 in E flat major “Eroica”, op.55

Disc1  1：54’33”
01.片頭

02.前言

03.第一樂章 呈示部

04.第一樂章 發展部

05.第一樂章 再現部

06第二樂章 A段

07第二樂章 B段

08第二樂章A段+CODA

Disc2  56：50”
01第三樂章 詼諧曲

02第三樂章 中段

03第三樂章 詼諧曲+CODA

04第四樂章 導奏+低音主題+高音主題

05第四樂章 賦格

06第四樂章 第一、二、三變奏

07第四樂章 第四變奏

08第四樂章 第五、六變奏+尾句+CODA

09後記

